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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古代经济和文化重心都发生了

南移，“然而由于历史传统和政治格局的影响，这一时

期的经济重心南移尽管得以确立，但文化重心的南移却

尚未形成一种稳定的大文化模式” （ ）[1] P99 。这种“大文

化模式”当指文化重心位于南方的持久性、稳定性而

言。笔者曾以学术中心、教育状况等作为考察的重点，

通过对各类人才、书籍状况的统计分析，认为北宋前

期，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的差距逐渐缩小，但总体而

言，北方文化还占优势地位。中国文化重心位于黄河中

下游地区，以北宋四都——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

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以及太原等地文化较为发达。

这种文化格局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一、统一大业尚未完成       

　　公元 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960

兵变”，建立了北宋。立国之初，与宋朝相存并立在南

方的还有南唐、吴越、南平、后蜀等政权。

　　北宋建立的第四年开始进行统一全国的军事行动。 

为避免两面（南北）作战的不利局面，北宋政府制定了

先南后北、先易后难、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即先消灭

南方割据政权，然后北上削平北汉以及收复幽云地区。

乾德元年（ 年），北宋首先出兵灭掉荆南和湖南，963

又陆续灭掉后蜀、南汉和南唐。直到太平兴国三年

（ 年）978 ，漳、泉二州的陈洪进和吴越的钱俶相继归

附，南方割据政权全被宋朝武力征服。经过长达 年的16

统一战争，北宋政府基本上结束了自唐中叶“安史之

乱”以来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实现了南北

方主要地区的统一。从发展文化事业的角度看，战争必

定会影响到文化的发展。北宋政府与南方割据政权之间

统一与被统一的战争，不仅牵制了北宋政府的人力、物

力、财力，对南方政权来说，他们的领土辖区沦为战

场，对文化人、文化事业的摧残无疑是巨大的。因此，

从各项文化要素的对比来看，南方文化不如北方文化发

达，战争是主要原因之一。有的学者指出：“至少在

‘澶渊之盟’以前，以首都开封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不

仅是北宋政治、军事重心，而且是宋代赖以立国的生命

线。” （ ）[2] P32 北方政治、军事地位的重要性，影响到文

化地位的重要性。

 二、统治者重北轻南的用人政策   

　　通常情况下，最高统治者在立国之初，常常重用起

家之地的人士做幕僚。这不仅因为他们同普通人一样，

怀有浓厚的乡土情结；而且因为其起家之地亦是他们的

根据地所在，有一批跟随他南征北战打江山的心腹兄

弟，他要从地域认同中寻求政治认同、文化认同。让这

些人居朝中要职，封建帝王才有安全感。例如隋唐两代

最高统治者从西北起家，就重用关陇集团和北方士人。

据统计，唐代 名宰相，生于北方的关内道、河南道、357

河东道、山南道、陇右道的宰相有 名，占 ，而326 91.3%

属于南方的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的宰相仅

有 名，占31 8.7%[3]，政治人才的南北地域差异非常明

显。五代十国南北相互隔绝了 余年，政治独立、军事50

《云南社会科学》 年第 期2004 4                                                                 Social  Sciences  in  Yunnan  No.4

北宋前期文化重心的成因

康 保 苓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旅游规划系，浙江　杭州　 ）      311231

摘要：北宋前期，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的差距逐渐缩小，但总体而言，北方文化还占优势地位。中国文化重心仍位

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北宋文化重心的成因与北宋初年统一大业尚未完成、统治者重北轻南的用人政策、向被消灭政权搜

取文化资源以及京畿文化优势等因素密切相关。

关键词：文化重心；政策；文化优势

中图分类号： 　　K244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A ： — （ ） — —1000 8691 2004 04 0109 05

收稿日期： — —2004 04 05

作者简介：康保苓（ ～），女，山东青州人，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旅游规划系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文1973 化史、旅游文 

化学、休闲学研究。                  



110

封锁，各个政权各自为政，更强化了南北之间的地域偏

见。北宋王朝在中原立国，北方是宋朝的统治基地、政

治中心和军事中心，也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延续了

地域偏见的传统，以胜利的征服者自居，在政治上对南

方人有所防范，在人才的选拔和任用方面有些轻视，南

北之争比较明显。

．在官员的任命上重用北方人1

　　南北人才的地域之争首先表现在统治者对宰相的选

择方面。宋初统治者，存在严重的地域偏见，奉行“不

用南人为相”的原则。邵伯温《邵氏见闻录》卷一记

载：“祖宗（指宋太祖、太宗）开国所用将相皆北人，

⋯⋯至真宗朝始用闽人。”赵彦卫《云麓漫抄》卷四记

载：“艺祖御笔：‘不用南人为相，杀谏官，非吾子

孙。’石刻在东京（大）内中。”成书于宋徽宗朝的

《道山清话》进一步分析，认为确有此事。

　　从实际情况看，北宋初期“崇北抑南”的文化心理

比较盛行，“不用南人为相”的做法在太祖、太宗两朝

和真宗在位的大部分时间内一直贯彻着。

　　直到天禧元年（ 年），南人不为相的传统才被1017

打破。这一年，王钦若被任命为宰相，这是北宋用南方

人为相之始。之后，天禧四年七月庚午，以枢密使、吏

部尚书丁谓为平章事（即宰相） （卷 ）[4] 96 ，丁谓（ ～966

年）是苏州长洲人，淳化三年进士。他是北宋时第1037

二位南方籍宰相。

　　宋初统治者对翰林学士的任命也存有地域偏见。翰

林学士是为封建帝王起草制、诰、诏、令并备咨询顾问

的高参和机要秘书，“经营庶务，进退大臣，未尝不预

咨询” （卷 《中书舍人除翰林学士制》）[5] 20 。从统治者对翰林学士的

任命来看，“仁宗之前的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翰林

学士中的北方人占绝对优势，分别为当时总数的 ，89%

， 。特别是太祖时期，先后用的 个翰林学士，78% 70% 9

除欧阳迥一人是留用后蜀旧官外，其余 人都是生于斯8

长于斯的北方人” （ ）[6] P94 。

　　宋初，统治者不仅在朝中宰相、翰林学士等高级官

员的任命上存在南北偏见，而且在地方官的任用上也是

如此。本来，宋政府任用地方官时，一般不回避官员的

家乡，有时甚至特意让本地人做本地官，因为他们熟悉

当地及周边地区的风土人情，“仕宦之优，莫如乡国，

知其吏民之态，习其风俗之宜，所治而安，于治为易”
（卷 《郏[7] 28 亶通判睦州》）。真宗咸平六年（ 年）下诏：1003

“京朝官任河北路诸州通判、盐场务及幕职州县官，其

令选乡贯在本路、历任无赃罪者充。” （卷 ，咸平六年七月庚[4] 55

寅条）但对刚刚收复的南方地区就不同了，出于政治上的

考虑，宋初朝廷明文规定南方人不得在本地为官，“西

蜀、岭表、荆湖、江、浙之人，不得为本道知州、通

判、转运使及诸事任” （卷 ，太平兴国七年十二月戊寅条）[4] 23 。也就

是说，在四川、广南东、西路、荆湖南、北路、江南

东、西路、两浙路等广大范围的南方地区，不能用本地

人任本地官。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完善，这种局面直

到宋真宗统治时才有所改变。天禧元年（ 年）下1017

诏：“选人本贯江南、两浙、福建者，许去本乡三百里

外注官。” （卷 ，天禧元年十一月癸亥条）[4] 90 天禧五年（ 年）1021

审官院进一步提出：“京朝官本贯在荆湖、江、浙者，

望比类福建、淮南人，许任本路官。” （卷 ，天禧五年七月戊[4] 97

戌条）这个建议被朝廷采纳。

　　 ．科举取士倾向于北方人2    

　　唐代科举取士的南北地域之争尚不明显，“有唐一

代，北方士人在科举考试中占据优势地位，只是由于科

场初开，各地在科举竞争中的矛盾尚未显现出来，所以

唐代还没有出现关于科举取才的南北地域之争” （ ）[8] P155 。

到宋代，情况就不同了，科举取士中南北地域之争很明

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从考试内容上限制南方人入仕。针对南方人

擅长诗赋，不擅长策论的特点，冯拯极力建议科举取士

时兼考策论，以此限制江、浙士人入仕。《长编》卷68

记载：“真宗大中祥符元年（ 年）正月癸未，诏礼1008

部贡院，诸科举人虽初举而材艺可取者，与进士第⋯⋯

冯拯（时为参知政事，孟州河阳人，即北方人）曰：

‘比来省试，但以诗赋进退，不考文论。江、浙士人，

专业诗赋，以取科第。望令于诗赋人内兼考策论。’上

然之。”《宋史》卷 《冯拯传》记载：“大中祥符285

初，严贡举糊名法。拯与王旦（宰相）论选举帝前，拯

请兼考策论，不专以诗赋为进退。”

　　其二，在各地解额、录取人数、考试场次上优待北

方举子。宋真宗景德年间，宋辽战争结束后，北宋政府

考虑到河北地区作为战场，人民遭受战乱之苦，读书人

学业荒废，就专门为河北举人举行了一次单独的优待考

试。考试内容简单，所有举人全被录取，所谓考试只是

徒有形式而已。《宋朝事实类苑》卷 《谈谐戏谑》二63

十二记载：“景德中，河朔举人皆以防城得官，而范昭

作状元，张存、任弃虽事业荒疏，亦皆被泽。时有无名

子嘲曰：‘张存解放旋风炮，任弃能烧猛火油。’”张

存、任弃都是才疏学浅的粗人，居然被录取，带有明显

的地域偏向性和照顾的因素。

　　其三，在最高阶段的考试——殿试中阻抑南方人中

状元。真宗晚年，北方籍大臣还推行抑制南方人的政

策。“大中祥符八年（ 年）三月癸卯，上御崇政殿1015

覆试，得进士蔡齐以下百九十七人⋯⋯故事，当赐第，

必召其高第数人并见，又参择其材质可者然后赐第一。

时新喻（今属江西）人萧贯与蔡齐并见，齐仪状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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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止端重，上意已属之。知枢密院寇准又言：‘南方下

国人不宜冠多士’。齐遂居第一⋯⋯准既出，谓同列

曰：‘又与中原夺得一状元。’齐，胶水人也。” （卷[4]

）84 胶水是今山东省平度市，蔡齐是北方人。这个事例体

现了明显的地域歧视。

　　其四，省试中也存在着歧视南方贡士的倾向。宋真

宗咸平五年（ 年），江西人陈恕知贡举。他担心得1002

罪北方人士，“自以洪（州，今江西南昌市）人避嫌，

凡江南贡士悉被黜退” （卷 《陈恕传》）[9] 267 。这种做法，就有

失科举考试的公平竞争原则了。对此，脱脱评论说“陈

典贡举，务黜南士，以避嫌疑，皆非君子所为也” （卷[9]

，“论”部分）267 。

　　其五，在对年轻有为者的任用问题上，北方籍大臣

欲限制南方人入仕。宰相寇准是华州下邽（今属陕西省

渭南县）人，有抑制南方人之意。据《长编》卷 记60

载，真宗景德二年（ 年）五月，“抚州进士晏殊年1005

十四，大名府进士姜盖年十二，皆以俊秀闻，特召试⋯⋯

宰相寇准以殊江左人，欲抑之而进盖，上曰：‘朝廷取

士，惟才是求，四海一家，其限遐迩？如前代张九龄辈

何尝以僻陋而弃置耶？’乃赐殊进士出身，盖同学究出

身”。唐玄宗朝的宰相张九龄是广东曲江人，宋真宗用

张九龄为相的例子反驳寇准抑制南方人才的意图。

　　宋初统治者推行重北抑南的用人政策，在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南方人才尤其是政治人才的崛起，从治国的大

局来看，是不可取的。只要是人才，不分地域，都应量

才选用，惟才是举。南方士人在北宋初期颇不得志，但

是，随着南方的逐步统一和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大

批南方人逐渐入仕朝廷，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

色。从宋真宗统治后期起，南方籍的官员在朝廷中相当

活跃，他们在为治国安邦出谋划策、运筹帷幄的同时，

形成与北方籍官员相竞争的强大势力。

三、中央向被消灭的政权搜取文化资源    

　这里的“文化资源”，既包括文化的创造者和文化    

发展的实现者——人才，又包括文化成果的载体——图

书。北宋政府想方设法从被消灭的政权手中搜取了大量

的人才、书籍，不断充实和加强自身的文化建设。

　　 ．搜取人才1

　　葛剑雄先生在《古都与移民》 （ ）[10] P116 一文中指出，

统治者“强本弱末”、“强干弱枝”的观念还表现为

“运用皇帝的权威和首都的地位镇压敌对势力、控制不

稳定因素的措施。前朝或被灭政权的国君、宗族、文武

官员，异族政权的首领、降人，敌对政权降、俘的将领

官员，地方豪强、富户和特殊的罪犯等，都有可能是安

置在首都的对象”。南方各割据政权灭亡后，北宋统治

者推行“强本弱末”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不稳

定因素”，笼络人心，防止再起分裂；被安置的对象主

要是各割据政权的国主、王室、贵族、部分官员等。其

时“亡国之雄军，诸侯之陪臣，随其王公，与其士民，

小者十郡之众，大者百州之人，莫不去其乡党，率彼宗

亲，尽徙家于上国”，致使东京“甲第星罗，比屋鳞

次，坊无广巷，市不通骑” （卷 《皇畿赋》）[11] 2 。如宋太祖乾

德三年（ 年），后蜀国灭，后主孟昶与他的弟弟、965

两个儿子、宰相及其他官员均举族北迁，到开封的人数

很多，护送孟昶的“辎重之众，百里不绝，至京师犹

然”，规模盛大。开宝八年（ 年），南唐国灭，后975

主李煜及宰相汤悦等 人被宋将曹彬送到开封。45

　　南唐、吴越、荆南、南汉、后蜀、北汉的国君大臣

被集中到开封后，形成数量众多的上层移民群体。为了

稳定移民的情绪，巩固北宋政权的统治；也为了充分发

挥和挖掘移民的聪明才智，使他们更好地服务于宋王

朝，北迁的移民中许多王室成员和文臣武将被重新任

命，享受优厚的待遇。宋太祖平定后蜀之后，下诏：

“伪蜀文武官并遣赴阙，赐装钱有差；治行清白为众所

知者，所在州府以名闻。” （卷 ，乾德三年丙午条）[4] 6 当时，除南

汉政权因在城破前夕焚烧府库、官员因此未能得到北宋

政府的优待外，南方各割据政权的官员以其较强的政治

能力或文化素质，在归宋后受到了优待和重用。各割据

政权的官员入宋后不仅没有受到轻视，反而被委以重

任，这是北宋政府的明智之举，也提高了这些官员效力

于赵宋王朝的积极性。

　　一批学识很高的文化人也被重用，如南唐降官徐

铉、张洎、吴淑、舒雅，后蜀降官句中正、欧阳迥等。

宋太祖得到徐铉、汤悦、张洎等江南著名文臣时，喜形

于色，对他们说：“朕平金陵，止得卿辈尔！” （卷上）[12]

徐铉是南唐文坛的领袖，到开封后，“儒笔履素为中朝

士大夫所重”，“王溥、王（祐） 祜 与之交款，李[ ]

至、苏易简咸师资之” （卷下）[12] 。徐铉弟弟徐锴是著名文

臣，亦受重用，《欧阳修全集·集古录跋尾》卷 《徐10

铉双溪院记》记载：“五代干戈之乱，儒学道丧，而二

君（徐铉、徐锴）能自奋然为当世名臣。而中国既苦于

兵，四方僭伪割据，皆褊迫扰攘不暇，独江南粗有文

物，而二君优游其间。及宋兴，二徐得为王臣，中朝人

士倾慕其风采，盖亦有以过人者。”张洎是南唐后主的

宠臣，“少有俊才，博通坟典”，入宋后倍受礼遇，曾

与李至、范杲、张佖同修国史，又判史馆，官至参知政

事。他因为“博涉经史，多知典故”，被宋太宗誉为

“江东士人之冠” （卷 《张洎传》）[9] 267 。宋初，编修四大类书

的学者，多为归降的南方文臣。

　　南方降官举家北迁，其亲属、后裔中，很多有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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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的家学渊源，他们在北方读书、成长，为北方文化输

送了新的生力军。南唐官员黄裳原为江西临川人，南唐

灭亡后入北宋朝廷任职，官至尚书职方员外郎、直史

馆，“子孙多显者，于是又迁其家为河南人焉” （卷[13] 98

《宁国县太君乐氏墓志铭》）。吴越王钱氏，堪称文化世家，培养

了许多才子，既有诗人、文学家，又有擅长绘画、书法

的艺术家，还有著名的藏书家。吴越国献土投降、和平

归附后，钱氏全转移到了开封，将南国文化播洒到北方

土地上，为繁荣京师文化做出了贡献。

　　随着南方各地方政权的灭亡，很多艺术家也被集中

到开封。这其中既有著名的画家，又有优秀的音乐家。

如乾德三年（ 年）平蜀后，后蜀画院的黄筌父子、965

高文进、袁仁厚、夏侯延祐等随蜀主孟昶到了开封，

被授以翰林图画院待诏、袛候、学生等职；开宝八年

（ 年）975 平南唐后，南唐画院的周文矩、董羽、顾得谦、

厉昭庆、董源、徐崇嗣等随后主李煜到了京师，供职于

翰林图画院。宫廷乐舞是统治者享乐的重要途径，也是

国家精神风貌的表现形式之一。在原有音乐舞蹈体系经

五代战乱而遭受破坏的情况下，北宋政府组织人力资

源，集中全国各地的艺术人才，重新创建雅乐、燕乐。

“宋初循旧制，置教坊，凡四部。其后平荆南，得乐工

三十二人；平西川，得一百三十九人；平江南，得十六

人；平太原，得十九人；余藩臣所贡者八十三人；又，

太宗藩邸有七十一人。由是，四方技艺之精者皆在籍

中。” （卷 《乐志十七》）[9] 142 可见，宋初的国家音乐团成员大

部分出自原来的各地方政权。

　　各地方政权的文人向开封等北方地区迁移定居，南

北文士互为师友，互相唱和，取长补短，促进了南北文

化交流。“迁自经济发达地区的高素质移民，在迁入地

又拥有足够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的移民，对文化传播

和发展所作的贡献最大” （ ）[10] P129 ，各地方政权的王室贵

族、官员、文人当属于这类移民，他们为北方文化的繁

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搜取图书2

　　在平定南方诸国的过程中，北宋政府不断把被征服

地区的官府藏书运到东京汴梁，充实三馆藏书。太祖乾

德元年（ 年）平荆南，尽收南平高氏藏书，全部交963

归三馆收藏。“太祖平江南，赐本院书三千卷，皆纸札

精妙，多先唐旧书，亦有是徐锴手校者。其后散失过

半，惟演再入院，编排得千余卷而不成部祑，其九经、

三史、三国志、晋书，即是晁迥、李宗谔在院时奏请其

书印署部祑。” （卷 《书画伎艺》“太祖赐翰林院书画”）[14] 50 北宋政府

从后蜀、南唐得到的图书数量最多。乾德三年（965

年），平定后蜀，专门派右拾遗孙逢吉赴成都，收藏书

卷，藏于史馆。开宝八年（ 年）平南唐，令太13000 975

子洗马吕龟祥到金陵，收其藏书 余卷，悉送史馆20000

收藏。太平兴国三年（ 年）三月，吴越国王钱978 俶归

附，又收吴越图籍，“钱俶归朝，遣使收其书籍悉送馆

阁” （卷 《词翰书籍》）[14] 31 ，藏于三馆。到太平兴国三年崇文

院建立时，三馆已有藏书正、副二本合计 卷。这46000

还不包括太平兴国四年五月平定北汉后，命左赞善大夫

雷德源入太原城点检收缴的书籍、图画数量 （ ～ ）[15] P714 715 。

　　随着南方大量人才和书籍源源不断地集聚到北方和

开封，南方在五代十国割据时期所形成的各地域文化中

心地位有所弱化甚至消失，长江文化的发展受到一定影

响，而作为北宋京师的开封以其独特的优势地位自然而

然地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

四、京畿文化优势    

　　北宋前期文化重心仍然位于北方，与开封的京畿文

化优势有很大的关系。

　　作为都城的开封，是北宋政治、经济、军事、文

化、教育中心，对人才有强烈的吸引力。中央政府为加

强对全国的统治，往往搜罗大量人才聚集京师，这其中

既有政治精英，又有高素质的文学艺术人才、科技人

才；同时，政治中心的教育机制完备，使其又成为全国

的教育中心。文人士大夫为了走上仕途，常常宦游京

师。因此，在通常情况下，尤其是在社会安定的环境

中，政治中心就成为文化最发达、文人最密集的地区。

大批学识渊博、有经天纬地之才的政治人才任职于国家

最高行政机构，他们在活跃于政坛的同时，也深深影响

着、丰富着京城的文化。一批著名的学者因文化活动长

期在京师驻留或定居。

　　京师是科举取士的中心。北宋大大增加了科举取士

的名额，据记载，宋太宗在位的二十二年间，仅进士一

科取人近万名，平均每年达四百五十余人 （卷 《王禹[9] 293 偁传》）

。礼部贡举，“皆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 （卷[9] 155

《选举志一》）。京城选举权高度集中，浩浩荡荡的应考大军

蜂涌至开封。太平兴国二年（ 年），全国各地发解977

到京城开封参加礼部省试的贡士达五千三百余人 （卷 ）[4] 18

；太平兴国八年（ 年）正月，两京、诸道州府贡士983

一万两百六十人 （卷 ，太平兴国八年春正月壬戌条）[4] 24 ；太宗淳化三

年（ 年），“正月六日，诸道贡举人万七千三百，992

皆集阙下” （卷 ，淳化三年春正月丙申条）[4] 33 。大规模的科举活动

造成全国性的人才大流动，以应举为中心形成的科举文

化为京畿输送新鲜的血液，对帝都文化的繁荣起了很大

的刺激作用。士子们饱读诗书，又适逢金榜题名、春风

得意之时，必然用诗文抒发豪情壮志，共叙乡情、友

情，常常有佳作问世，京师成为巨大的文学创作中心。

　　京师有很多聚会、宴饮、饯送、登临游览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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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类活动为中心，士大夫自行组织聚会，包括诗社、

文社等多种形式，这是文人士大夫以交接士朋、寄情适

趣、纵情山水、品茗吟咏、置酒为文为目的的团体，不

但丰富了文人的业余文化生活，加深了文友诗朋之间的

友谊，而且能促进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互相切磋、交

流。

　　冯天瑜、杨华《中国文化史分期刍议》一文认为

“中国历史上政治中心、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既有重合

的一致性，又有分离的互动性” （ ）[16] P56 ，从先秦至五

代，政治中心、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重合的一致性较明

显；在北宋时期，开封作为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重合的

一致性表现得较为明显，政治中心对文化中心的制约和

影响表现得依然突出。东京开封以发达完备的文化机

构，浓郁的京师文化氛围，吸引着精英人才的汇集，从

而成为人才密度最大、质量最高的地区。

　　总之，中国文化重心的南移是一个动态的渐进的过

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文化发展具有长期性、延续性的

特点。文化重心南移受文化发展惯性的影响。同时，文

化重心南移的速度不是匀速的，有几个非常的迅速南移

的阶段，这些非常阶段的产生，是在长期文化发展基础

上受偶然事件作用的结果。文化的发展不仅存在时间的

不平衡性，而且具有地域的不平衡性。无论北方还是南

方，都是如此。北宋前期文化重心位于黄河中下游地

区，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大，特别是与北宋初年的政治形

势，以及长期以来文化发展的惯性密切相关。

　　（本文为笔者博士毕业论文一部分，承蒙尊敬的导

师徐规先生悉心指教，在此谨向先生致以由衷的感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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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uses  of  Forming  of  the  Center  of  Cultural  Gravity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North  So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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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 the early stage of Song , the center of cultural gravity  was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It was related with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the policy of appointing, the cultural superiority of capital, and other factors.

　　Key  words: ； ； The  center  of  cultural  gravity The  policy  of  appointing The  superiority  of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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